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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运用文献资料法和历史分析法,基于 “国家与社会”的分析框架,分析近代中国体育的发展

过程。采用 “三分法”的体育划分方式,对近代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学校体育、竞技体育和大众体育

的发展特点进行考察。认为,近代中国体育的发展主要得益于国家的建构性力量,尤其在学校体育的

发展上,这是清政府针对当时社会现实状况而做出的适当改变。学校体育以兵操为主要内容,是政府

政治目的在学校体育实践中的具体体现。在动荡时期,社会权力兴起,但其主张和行动也需要国家支

持。竞技体育和大众体育的发展受学校体育影响巨大。由于在民族国家荣誉维护和强国保种上有着共

同的诉求,国家与社会在促进体育的发展上存在一致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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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问题的提出与文献回顾

近代中国社会经历了前所未有的社会历史文

化变革,在这一进程中,体育也展现出了其建构

与被建构的复杂历程。近代中国体育的发展无疑

与当时的社会环境紧密相连,然而从国家与社会

的角度深入探讨中国体育建构过程的研究仍显

不足。
“18世纪以后,工业的进步和城市的发展使

得整个社会主体多元化,社会结构和分层越来越

复杂……逐渐形成了国家与社会关系的 ‘对立

性’和 ‘同一性’并存的观点。”[1]19世纪初,
黑格尔对市民社会进行了深刻批判。他指出,市

民社会是个人私利的战场,是一切人反对一切人

的战场,而国家是 “伦理理念的现实”,是 “绝
对自在自为的理性东西”[2]。由此, “国家”与

“社会”开始了二元对立,使国家本位重新占据

主导———国家高于市民社会。此后,马克思批判

地继承了前人研究成果,他指出,政治国家没有

家庭的天然基础和市民社会的人为基础就不可能

存在[3]。他不仅看到了国家与社会的对立性,也

承认了它们的一致性。
在探讨近代中国体育的发展过程时,陆小聪

采用了 “国家与社会”的宏观分析框架,深入研

究了体育在近代中国社会现代化进程中与国家、
社会的相互关系,并提出了近代中国体育经历了

“社会倒逼下的萌芽”与 “国家建构中进一步发

展”的一般进程的观点[4]。汪流进一步总结了这

一分析框架在中国体育社会组织中的应用,指出

其打破了 “现状描述、问题分析、对策建议”的

传统论述模式,为自上而下的传统管理思路提供

了新视角,并探讨了该框架在中国的适用性[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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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新兴的研究趋势是从人类学民族志的角

度,运用国家与社会框架具体分析民族传统体育

活动。例如,杨海晨等人对江苏省南京市和凤镇

的骆山大龙进行了实地考察[6],杨中皖等人则关

注广西南丹黑泥屯的演武活动[7]。这些研究将宏

观的国家与社会架构应用于具体项目的案例分析

中,为理解民族传统体育活动提供了新视角。总

体来看,目前运用国家与社会分析框架研究中国

体育的成果相对较少,且主要集中在大众体育或

社会体育领域。新兴的民族志研究虽然开启了新

的分析路径,但仍处于发展初期。鉴于此,本文

基于 “国家与社会”的理论分析框架,从体育

“三分法”的视角出发,分析国家与社会在中国

近代体育发展中的角色定位及相互作用,进而揭

示近代体育建构的一般特点,旨在深入理解中国

近代体育的发展历程,为当代体育的发展提供启

示和借鉴。

2 清末学校体育先行:主要得益于 “国
家”的建构性力量

  1840年以后,大多数国人对学习西方文化

知识尚存思想障碍,洋务派对西方书籍和思想

的引进为中国近代体育思想的诞生和发展奠定

了基础[8]。当时各级官学所采用的教科书由封

建统治者亲自选定或编辑,并以 “钦定”形式

颁布,即便是用于启蒙的识字用书,也受到封

建统治者的严格控制[9]。到清末最后十年,尤

其是1905年以后,官办机构和民营机构都出

版过体育类图书,民营机构成为主力军,其中

影响最大的是商务印书馆和文明书局。而纵观

近代中国体育图书的发展历程,从20世纪第

一个十年的萌生、20年代的初步发展、30年

代的式微再到40年代的稳定发展,政策支持

都是重要因素之一[10]。
中国近代教育始于洋务运动时期,其发展也

主要得益于政策的支持。到清末新政时期,教育

制度改革被置于重要位置,《奏定学堂章程》的

制定、教育行政机构的改革、新式学堂的兴办、
留学教育的启动、科举制度的废除等一系列改革

举措相继施行。而 “教育政策的制定、颁布和实

施都是一种政府行为、国家行为”[11],这成为中

国体育运动传播的契机。在洋务派创办的多所军

事学堂里出现了最早的体育课程。维新派主张国

家兴办现代学校教育,这为近代体育思想的传播

与发展提供了支持。洋务运动开办新式学堂引入

了西方体育的内容,特别是军事学堂里大多开设

专门的体育课程,打破了长期以来中国没有学校

体育的局面;维 新 运 动 和 清 末 新 政 则 促 成 了

1902年 《钦定学堂章程》和1904年 《奏定学堂

章程》的颁布实施,在制度上保证了学校体育的

地位[12]。无论是19世纪的洋务运动、维新运

动,亦或是20世纪初的新政,都是统治阶级为

巩固自身统治而进行的自上而下的社会改革。这

三次社会改革无一例外都失败了,但对中国社会

的影响却极其深远。体育的国家化一直是近代中

国体育难以回避的历史趋势[13]。虽然一系列变

法图强措施的实施及政府统一政权的缺位,促进

了近代中国市民社会的初步形成,并对国家行为

产生了一定影响,但这些影响都是自发的、分散

的,难以形成规模效应,不足以与国家力量和国

外势力抗衡[14]。一些主张和行动需要获得政府

的支持才能得以实施。
周亚婷等人研究发现,赴日教育考察者参与

《奏定学堂章程》制定的同时,还创造了与学校

体育相关的汉语专业词汇,引介和提倡了学校体

育课外竞赛等,提出了德智体全面教育的重要

性,在一定程度上为中国近代学校体育的发展奠

定了基础[15]。在晚清,西学风气主要影响沿海

城市和内陆几个主要的大城市,对其他地方影响

较小。“社会”倒逼力量的形成仅在一定范围内

产生改革的舆论或对地域风气产生一定影响,难

以倒逼 “国家”(政府)做出大改变。只有当政

府意识到这种改变有利于统治时,才会利用社会

力量进行一定范围和程度上的改革。晚清政府的

重大改革大多迫于帝国主义的压力,知识分子的

影响主要体现在改革的具体实践中。例如,武术

作为传统体育的代表进入学校教育,最初是为了

应对西方体育文化的入侵。尽管知识分子和历史

人物的影响不容小觑,但他们的建议往往只作为

当权者决策的参考。当这些建议有助于国家的稳

固与发展时,国家与社会才会表现出行动的一

致性。
“国家与社会”框架是建立在近代西方市民

社会的基础之上的,将其用于中国历史研究时,
尤其是在界定地方精英的能动作用时,主要强调

了这一群体与国家冲突的一面,而实际上中国地

方精英因缺乏西方那种明晰的权利观念因而与国

家尚未构成对立关系[16]。这一时期,李鸿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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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宗棠、康有为、梁启超等洋务运动与维新运动

的主要领导者,对晚清社会的军事体育、大众体

育乃至整个体育的发展都影响巨大。比如,张之

洞改造旧式书院、创设各类新式学堂、派遣留学

生,开近代教育之先河。这些进步知识分子主要

是朝廷官员,是国家的代理人。传统中国社会遵

循 “士农工商”的层级结构,近代中国,民族工

商业虽得到一定程度的发展,但始终未能发展成

为影响社会的主要力量,其自身发展还时常受到

官僚地主阶层的压制。农民群体自身由于存在着

小生产者的固有局限,更不可能领导社会风气的

转变。这决定了洋务运动、维新运动和清末新政

自上而下的改革形式。新式学堂的设立、“体操”
的引进以及更多西方体育项目被纳入学校教育,
无疑主要是国家权力施展的结果。清末市民社会

能够萌生,与晚清政府的主动扶持有重要关系,
也导致其自始至终都对国家和政府存在强烈的依

赖。这就决定了在近代体育的发展过程中,社会

力量虽发挥了重要作用,但国家仍为主导力量。
从近代中国学校体育的发展来看,《奏定学

堂章程》是清政府颁发的有关学校体育的第一部

国家正式教育法令,其是中国现代学校教育发端

的标志,确立了体育 (体操)作为学校教育重要

组成部分的地位。国家推动学校体育,意在通过

军事体操训练达到维护统治的目的。在因拒俄运

动而兴起的军国民教育思潮的影响下,体育最后

发展为军国民身体改造运动。其间,工具化的体

育价值观念得到了空前的强化,最终形成国家高

于并且统摄个人的权力状态[17]。可见,从清末

至民初,学校体育主要是在国家权力的推动下发

展起来的。随着国民党南京国民政府的建立,自

清末以来初露端倪并逐渐发展的市民社会,遭到

了国家强制性的打压和扼杀[18]。

3 民国初竞技体育开展:“国家”与 “社
会”的共同建构

  近代中国的大众体育与竞技体育的发展晚于

学校体育,且受学校体育影响较大。在分析近代

中国竞技体育发展状况时,可以从国内和国际体

育赛事两方面入手。当时,国内最高水平的体育

赛事是全国运动会,而国际体育赛事则以远东运

动会和奥运会为主。
早期的竞技体育主要由基督教青年会组织开

展,主要由外国人负责管理,国内也有部分人士

参与其中。当时上海圣约翰大学开展的竞技体育

最为著名,涉及体操、游泳、田径、篮球、足

球、乒乓球、网球、棒球等几乎当时所有的现代

体育项目,并且率先将体育竞技的理念和比赛形

式引入中国[19]。其后,1904年至1908年期间,
上海圣约翰大学、英华书院和南洋公学等教会学

校组织的中华大学联合会先后举办了五届田径运

动会,对中国近代竞技体育的兴起起到了积极的

推动作用[20]。

1910年,在南京举行了全国学校区分队第

一次体育同盟会 (辛亥革命后被追认为第一届全

国运动会)。它是我国近代大型运动会的雏形,
标志着我国近代体育的发展迈入了新阶段。从这

次运动会的名称及参赛人员构成来看,其仍是学

校间、学生间的竞赛。1914年,民国第一届全

国运动会举行,参加者也均为学生,人数不足百

人。参赛队伍按东西南北划分,华南地区的运动

员仅有2名 (均为香港的网球运动员)[21]。可见

当时中国竞技体育仍然非常落后。直到1924年

民国第二届全国运动会,才开始有非学生运动员

参加。1930年,戴季陶在第四届全国运动会上

发表的演讲 《由中国历史文化上见到的体育的意

义》提到 “全国运动大会已经举行过三回,但是

由中央政府来发起、来主持,这次要算是第一

回。”[22]可知当时的全国运动会已经在社会上拥

有较大影响。前三届全国运动会主要由民间社会

人士组织发动,其中基督教青年会影响较大,国

家政府的作用相对较弱;而1930年的全国运动

会,则主要由国民政府领导组织。
民国前期,社会力量在兴办体育的过程中发

挥了重要作用。郝更生评价道:“故对于历次远

东运动会之筹备及参加,(社会大众)均踊跃赞

助。至于政府方面之提倡,几等于零。我国十年

来所以能参加每次远东运动会而不至中断者,社

会人士努力之结果也。”[23]据统计,20世纪40年

代之前,全国有近900家体育协会。1922年,
中华业余运动联合会在北京正式成立。该会主要

组织与领导全 国 体 育 的 发 展,在 筹 备 和 组 织

1923年第六届远东运动会及1924年第三届全国

运动会等活动中发挥了不可或缺的作用,但实际

领导权仍由基督教青年会掌握。随着1924年第

三届全国运动会的举行,民国时期最重要的全国

性社会体育组织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也应运而

生,成为继中华业余运动联合会之后发展全国体

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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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运动的中坚力量,前后参与组织了多次全国运

动会和远东运动会,对中国参加奥运会也影响甚

大。北洋政府时期,由于内忧外患和财政困难,
用于教育事业的经费往往难以独立,体育事业发

展资金也相当有限。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对体

育事业的重视程度有所提升,财政拨款逐渐增

加,对举办全国运动会和参加远东运动会发挥了

重要的支持作用[24]。
在政府的支持下,从民国第三届全国运动会

开始,参与的运动员人数明显增加。之后的几届

全国运动会,基本是由南京国民政府统一筹划。
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主要负责赛事的组织活动,
而大型体育场馆的兴建以及其他耗资较大的赛事

举办事务,都离不开国民政府的资金支持。此

外,这一时期全国运动会的举办过程中,中央政

府诸多重要人物在开幕式、闭幕式等重大仪式中

登场。从第四届全国运动会开始,名誉会长、正

副会长等主要职务基本由国民政府要员担任,蒋

介石、汪精卫、戴季陶、孙科等人悉数登场,做

开幕式的演讲演说,展现国民政府在全国运动会

上的 “国家意志”。在国内各个体育协会的成立

过程中,国民政府也发挥了一定的作用。国民政

府颁布了很多法规,对民间社团进行管理、指导

与监督。社会各界都有热心人士积极参与中国早

期的竞技体育赛事的筹划组织,但每一次大型体

育赛事也都离不开政府的支持。
在参加奥运会方面,1932年第十届奥运会

在美国洛杉矶举行,由于派遣运动员参赛需要大

量经费,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难以承担,而当时

的民国政府也不支持。后来在社会舆论广泛关注

和推动下,张学良慷慨解囊,在郝更生、沈嗣良

等人的共同努力下,刘长春和宋君复得以参加奥

运会。在这一过程中,社会力量发挥了重要作

用,而张学良的资助除代表个人力量外,无疑也

掺杂着国家政府的权力。到1936年,第十一届

奥运会在德国柏林举行时,国民政府大力支持,
派出了93人组成的庞大代表团。可以说,中国

近代竞技体育的发展是 “国家”与 “社会”共同

建构的结果。

4 大众体育始终迟缓:有限的 “国家”
建构性力量

  对近代体育的研究必然要结合当时的社会背

景,要关注当时人民大众的生活状态。体育作为

一种社会文化活动,是以人们有一定的生产富余

和闲暇时间为基础的。对于传统中国来说,以西

方体育文化为主要特征的近代体育是一种外来文

化。英国传教士麦高温记录了19世纪后期中国

内地农民的生活状况。其在 《中国人生活的明与

暗》一书中记载道: “在这个国家的许多地区,
大米对穷人而言是一种奢侈品……这就是中国劳

动阶层的现状,尤其是在农村,身体健康、体格

强壮的人是不存在的。”[25]长期以来,中国民众

从事着传统的小农经济。这种生活方式在晚清以

后仍在中国大部分地区,特别是内地乡村地区延

续。与通商城市等地区的生活方式日益趋新不

同,即使到了20世纪三四十年代,乡村社会依

然重复着千百年来的旧样式,几乎看不见近代元

素[26]。因此,近代体育运动作为新的社会文化

元素,其开展在中国内陆的广大农村地区受到了

很大的限制。
在清朝末年,中国社会拥有约4亿人口。然

而,由于内陆地理条件的限制和交通工具的不发

达,社会信息和文化思想的传播速度相对缓慢。
加之当时中国民众的识字率普遍较低,限制了西

方体育在中国的传播范围。西方体育只是在大中

城市的部分学校或军队中得到了有限的开展[27]。
中国近代体育学者沈嗣良曾指出,目前 “习练运

动者,仅限于有数学校内学生而已。”据日本学

者记载,在1906年前后,北京市民的休闲娱乐

活动中包含一些体育项目,如打把式 (一种街头

武术表演)、风筝、滑冰、划船和赛马等[28]。然

而,这些活动依然为传统体育项目,西方现代运

动项目并未成为普通民众的主流选择。即便到了

20世纪30年代,西方体育在中国的传播依然集

中在东南沿海和一些大城市[29]。当时,中国的

大众体育受到人民生活水平低下、体育意识薄

弱、体育场地设施稀缺等多重因素制约,发展异

常缓慢。鉴于体育普及的困境,南京国民政府在

20世纪三四十年代颁布了一系列政策法令,如

《国民体育法》《各县市公共体育场暂行规定》及

《国民体育实施方案》等,旨在促进国民的体育

参与。1929年 《国民体育法》的颁布体现了南

京国民政府对发展国民体育的重视与支持,也意

味着政府对大众体育发展的控制力度的加强。

1932年 《国民体育实施方案》对体育场地设施

提出了明确要求,如规定各省、市体育场的面积

不少于80亩,县体育场面积不少于30亩[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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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似的规定进一步确立了政府在体育事业发展中

的主导地位。
近代中国体育场馆最早在学校中建造并初具

规模,随后在政府的资金支持下,于20世纪20
至30年代末达到了建设的高潮[31]。1927—1937
年间,在南京国民政府的主导和民间力量的积极

参与下,中国体育的发展达到了近代的高峰[32]。
作为现代化进程中的佼佼者,上海市近代体育发

展得风气之先,取得的成就也领先于全国,不仅

承办了三届远东运动会和一次全国运动会,还先

后建成了上海市体育场等一些公共运动场。然

而,考察1932—1936年间上海大众体育的发展

状况,虽有所进步,但整体表现仍显一般。上海

人口增长迅速,从1900年的120多万飙升至

1930年前后的300万 以 上。然 而,在1929—

1936年的7年间,上海市立体育运动场的平均

运动人次仅为60多万。假设每人每周锻炼一次,
也只有约1/300的人参与了锻炼。以现代体育人

口标准来估算,上海的体育人口也仅占0.1%。
至于其他地区,特别是广大内陆省份,大众体育

的落后状况不言而喻[33]。
在那个时代,普通民众参与体育锻炼有限,

不仅是因为体育场地和器材严重匮乏,更重要的

是当时社会普遍缺乏体育运动意识。政府虽然鼓

励民众参与体育运动,但给予的实质性支持不

足,所以即便是有董守义等有识之士的大力倡

导,也很难在大城市之外的广大民众间产生影

响,广大民众的体育观念依然落后,运动参与明

显不足。

5 结束语

尽管清末民初的中国社会,国家权力出现一

定程度的减弱,社会力量一度兴起,但国家仍是

各项社会事务的实际控制者,社会力量的种种实

际行动很大程度上也需要国家的支持。农民小生

产者由于自身固有的局限性,无法引领社会风气

的革新;而民族工商群体,由于受制于政府,亦

难以充分发挥作用。唯有部分进步官员和先进知

识分子能够开社会风气之先,不仅对中国国家现

代化进程产生了重要影响,也推动了中国近代学

校体育的产生与发展。由于在维护民族国家荣誉

和强国保种上有着共同的诉求,国家与社会在促

进体育的发展上存在一致性。近代中国的竞技体

育和大众体育正是在国家与社会的共同建构下得

以发展起来的。但也应该看到,受限于经济发展

水平,国家对大众体育发展的支持还较为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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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By
 

using
 

the
 

methods
 

of
 

literature
 

and
 

historical
 

analysis,
 

based
 

on
 

the
 

analysis
 

framework
 

of
 

“state
 

and
 

society”,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development
 

process
 

of
 

modern
 

Chinese
 

sports.
 

The
 

de-
velopment

 

characteristics
 

of
 

school
 

sports,
 

competitive
 

sports
 

and
 

mass
 

sports
 

in
 

the
 

process
 

of
 

mod-
ernization

 

in
 

modern
 

China
 

were
 

investigated
 

by
 

using
 

the
 

“trichotomy”
 

sports
 

division
 

method.
 

It
 

is
 

believed
 

that
 

the
 

development
 

of
 

modern
 

Chinese
 

sports
 

is
 

mainly
 

due
 

to
 

the
 

constructive
 

power
 

of
 

the
 

state,
 

especially
 

in
 

the
 

development
 

of
 

school
 

sports,
 

which
 

is
 

an
 

appropriate
 

change
 

made
 

by
 

the
 

Qing
 

government
 

in
 

view
 

of
 

the
 

social
 

reality
 

at
 

that
 

time.
 

The
 

main
 

content
 

of
 

school
 

physical
 

educa-
tion

 

is
 

military
 

gymnastics,
 

which
 

is
 

the
 

concrete
 

embodiment
 

of
 

the
 

government’s
 

political
 

purpose
 

in
 

the
 

practice
 

of
 

school
 

physical
 

education.
 

In
 

turbulent
 

times,
 

social
 

power
 

rises,
 

but
 

its
 

claims
 

and
 

actions
 

also
 

need
 

state
 

support.
 

The
 

development
 

of
 

competitive
 

sports
 

and
 

mass
 

sports
 

is
 

greatly
 

in-
fluenced

 

by
 

school
 

sports.
 

Due
 

to
 

the
 

common
 

aspirations
 

in
 

the
 

maintenance
 

of
 

national
 

honor
 

and
 

the
 

preservation
 

of
 

powerful
 

countries,
 

there
 

is
 

consistency
 

between
 

the
 

state
 

and
 

society
 

in
 

promoting
 

the
 

development
 

of
 

spor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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